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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区域协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

压力。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缓解生态系统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选择苏南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综合 MSPA 方法与景观连通性评估筛选生态供给源地，利用生态稀缺度评价筛选生态需求源地；进而采用最小阻力

模型提取耦合供需空间的生态廊道，并结合战略点设置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苏南城市群生态供给源地

总面积为 4876.76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7.36%。生态需求源地总面积为 2099.8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7.48%;(2)

共构建生态供给廊道 55 条，生态供需廊道 199 条，总长度 2296.95km;(3)共得到 98 处战略点，作为未来城镇生态

建设优先考虑的关键空间节点。研究可为包括苏南城市群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在共守生态安全前提下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提供参考，也为国内其他高密度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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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和创新驱动的推进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与此同

时，建立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等背景下的城市群建设，普遍存在着与生态保护不相协调的情况[1],不利于区域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 2月视察成都市天府新区提出“公园城市”的概念，强调在城市构建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布局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形成“公园中的城市”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2]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

的指导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体系，统筹优化国土空间总体布局[3],将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重要路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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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ESP)旨在确保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
,通过强化有利生态

过程、控制有害生态过程，促进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5]。国外学者主要从生物多样性保护[6,7]、土地利用配置优化[8]、

景观生态规划[9,10]等角度对生态安全问题展开研究，以构建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与社会经济耦合协同的格局为发展趋势[11]。我国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聚焦于格局识别与构建的机制、方法及优化等方面，研究内容涵盖了城市扩张边

界与生态保护红线确定[12,13,14]、生态网络规划[15,16]、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17]等多个领域。 

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渗透，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形成了各类不同的评价与研究方法[18]。围绕生态安全格局 3 个关键组

分——“源地”、“廊道”及“战略点”三者进行的实证分析，已逐渐成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核心内容，初步形成了“源地识

别—廊道构建—战略点设置”的构建范式。其中，源地方法主要有选择现有生态保护区[19]、构建生态综合指标体系[20,21]、形态学

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22]等；廊道构建方面，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al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理论分析源地间对生物迁徙与扩散有利的“最小路径”[23,24,25]是主要研究方式；战略点设置方面，

主要的方法有提取廊道间的交叉点[26]、廊道与小型生境斑块的交点[27]以及结合研究区域现状自然、人工条件进一步识别[28]等。整

体而言，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的提取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过程中两个核心环节，战略点设置也逐步受到更多的关注。但现有研究

对生态安全格局的评估多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角度展开[29],作为城市主体的公众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往往未受到有效计

量[30,31],未能在生态供给与需求空间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故而难以形成链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苏南城市群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同时，也面临生态资源短缺和生态需求增加

的双重压力。因此，本研究综合分析生态供需空间的关系，通过 MSPA 方法与景观连通性评价相结合识别生态供给源地，依据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口分布数据判别生态需求源地；结合最小路径法构建供给源地间、供给源地与需求源地间的潜在生态廊道；

并根据廊道识别结果、结合主要水系和道路现状对战略点进行提取，从而形成苏南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期为苏南城市群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创新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构建生态安全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苏南城市群位于长江下游流域，地理坐标为 30°47′N～32°37′N,118°22′E～121°20′E,涵盖南京、镇江、常州、无

锡和苏州 5座城市(图 1),国土面积 28085.36km
2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7.4℃,年均降雨量 1326mm;区域西部地势起伏较

大，以低山丘陵为主，东部以平原为主，水网密布。作为我国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典型范例，苏南城市群的人均GDP 及城镇化率都

位于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区域内土地资源以耕地为主，水资源、森林资源数量相对较少且空间分布不均，西部地区缺乏大面积

的水域，东部地区则欠缺连片的林地。此外，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使得生态用地逐渐被建设用地所蚕食，导致了大型生物栖息

地空间破碎化，湖泊湿地面积日渐萎缩以及河流水系等生态廊道的功能大幅削弱等问题[32],已成为制约苏南城市群经济发展和国

土空间保护的重要因素。 

1.2 数据来源 

研究基础数据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夜间灯光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logical Services Value,ESV)、人口分布数据、

水系和道路矢量数据等，具体数据信息与来源详见表 1。其中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根据研究目标和区域现状将地类分为耕地、林地、

建设用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 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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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区位示意及土地利用现状 

表 1研究区数据来源 

数据名称 数据精度 数据时间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现状 30m×30m 2015 

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夜间灯光数据 1km×1km 201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1km×1km 2015 

人口分布数据 1km×1km 2015 

分级道路矢量数据 1∶100万 2015 

全国水系矢量数据 1∶100万 2015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供给与需求源地识别 

2.1.1 基于 MSPA方法与景观连通性评价的供给源地识别 

生态供给源地指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和关键生态连通作用的自然斑块，能够为城市和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33];

研究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与景观连通性指数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识别供给

源地空间。 

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及相关研究[34],将土地利用类型中的林地、草地、湿地和水域作为生态空间并设置为 MSPA 分析中的前

景像元，其余用地类型作为背景像元；参考前人研究[35],借助 Guidos Tool Box2.6 软件，设置像元大小和边缘宽度的基本单位

为 90m×90m,得到 7 种 MSPA 景观类型(核心区、孤岛、孔隙、边缘、环道、桥接区、支线)分类结果；其中核心区(Core)作为较

大的生境斑块能够提供更为充足的栖息空间和资源，因此将核心区斑块作为筛选供给源地的对象进行景观连通性指数分析
[36]
。

基于 Conefor2.6 软件，设置迁徙阈值为 500m,可能连通概率为 0.5,通过可能连通性指数(PC)、整体连通性指数(IIC)等计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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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斑块在整体景观中的相对重要程度[37],然后对连通性指数值(dPC)进行降序排列(表 2),选取 dPC>0.004 的核心区斑块作为

供给源地。景观连通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I代表单个核心区斑块的景观连通性指数值(PC、IIC 等);I 表示所有斑块景观连通性指数的整体值；Iremove表示去除

单个斑块后剩余斑块的景观连通性指数值。 

2.1.2 基于生态稀缺度评价的需求源地识别 

生态需求源地指自身内部生态系统功能薄弱、对外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有较高需求的区域。研究借鉴Villamagna 等学者的

研究[38],选取生态稀缺度表征人类社会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程度。生态稀缺度采用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logical 

Services Value,ESV)表示，即区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对应人口密度的比值[39]。将计算后的生态稀缺度通过自然断点法划

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 5个等级确立综合需求格局，从中提取高需求级别的斑块，设置所有斑块总面积的 60%为最小面积

阈值，将面积低于该阈值的斑块剔除[40],剩余部分即为筛选出的生态需求源地。 

2.2 基于最小路径法的生态廊道构建 

生态供给廊道指在供给源地间物质与能量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线性通道，能够增强源地间的连接度[41],并为地区生态保护体

系发展提供明确的空间指引
[42]
;生态供需廊道则指供给与需求源地间的廊道，能够链接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以缓解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失衡的现状。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是当前构建生态廊道常用的理论模型之一[43],参考已有研究[44]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分别赋予基础阻力值

(耕地 100、林地1、草地20、水域200、建设用地 500、未利用地 300)构建阻力面，并采用能够表征人类活动强度的夜间灯光数

据对阻力面进行修正。在确定阻力面的基础上以每个供给源地中心点为源，以其余供给源地中心点为目标，基于最小路径法生成

供给廊道；以每个供给源地中心点为源，以需求源地中心点为目标，生成供需廊道。 

2.3 生态战略点提取 

战略点指影响和控制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空间节点[45],通过增设、改造和恢复战略点，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生态效能。基于生

态廊道构建结果，提取廊道间的交叉点作为基础战略点[46];同时考虑到苏南城市群内水系和交通体系较为发达，进一步提取廊道

与主要河流水系的交汇点作为水资源保护的生态节点，提取现有主要城际交通路网与廊道的交叉点作为需重点修复的生态断裂

点[47]。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生态供给源地识别结果分析 

MSPA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核心区斑块总面积为 6095.42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21.7%。由表 2、图 3可知，苏南城市群生

态供给源地总面积约为 4876.76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7.36%,主要景观类型为林地和水域。各供给源地间面积差异较大，太湖

(Node89)、长江(Node31)斑块面积分别为2567.76和996.37km2,占据源地总面积的73.08%;剩余源地斑块的平均面积为72.92km2。

从空间分布上看，南京、镇江的供给源地集中于长江两侧以及南京的西南部地区，在南京北部(六合区)和镇江东部(丹阳市)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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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供给源地分布；苏锡常地区的供给源地多分布于中南部地区(无锡宜兴市、滨湖区；常州武进区、金坛区；苏州吴中区等),

北部长江以南、太湖以北的大多区域(常州天宁区、钟楼区；无锡惠山区、锡山区等)几乎没有其他供给源地分布，生态资源较为

匮乏。整体来看，供给源地布局呈现“南北部聚集、中部稀缺”的特征。 

 

图 2研究区 MSPA 景观类型分布 

表 2研究区核心区斑块景观连通性分析结果 

斑块重要性 斑块编号 面积(km2) 整体连通性 可能连通性 

1 89 2567.7630483 84.8444500 84.8261400 

2 31 996.3668269 12.7747400 12.7719800 

3 48 240.9450145 0.7470496 0.7468884 

4 85 198.9969958 0.5095732 0.5094633 

5 45 168.4543752 0.3651558 0.3650770 

6 71 143.7007704 0.2657246 0.2656673 

7 46 113.0191826 0.1643682 0.1643328 

8 38 39.8739072 0.0366931 0.0555995 

9 82 63.3777275 0.0516877 0.0516765 

10 24 26.4063829 0.0278735 0.0494480 

11 15 58.7448087 0.0444071 0.0443975 

12 11 51.8893025 0.0346473 0.0346398 

13 63 43.5586726 0.0244153 0.0244101 

14 86 34.5557473 0.0153658 0.0153624 



 

 6 

15 26 7.8482456 0.0061441 0.0141771 

16 17 32.9045056 0.0139323 0.0139293 

17 9 26.7813847 0.0092295 0.0092275 

18 36 22.1287410 0.0063013 0.0062999 

19 14 21.3488127 0.0058649 0.0058636 

20 42 18.0970181 0.0042143 0.0042134 

 

3.2 生态需求源地识别结果分析 

由图 4可知，苏南城市群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总体较高，生态需求低和较低区域总面积 3353.39km2,占研究区面积的 11.94%,

主要分布在太湖、长江、南京石臼湖和固城湖、苏州阳澄湖等水域；高生态需求区总面积 6358.53km
2
,占研究区面积的 22.64%,

覆盖了南京、镇江的主城区以及苏锡常大部分城镇地区。如图5所示，生态需求源地的用地类型绝大多数为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2099.8km2,占全域面积的 7.48%,主要分布于苏南五市的核心城区及丹阳、江阴、张家港、常熟、昆山等 14处区域，涵盖了78.65%

的苏南主要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但宜溧山脉、阳澄湖南部、太湖东部的建设用地由于临近生态源地，因此并未被识别为生态需求

源地。 

 

图 3研究区生态供给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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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研究区生态需求格局 

3.3 生态廊道构建结果分析 

根据夜间灯光数据修正后最小累积成本阻力面(图 6),分别构建两种类型的生态廊道(图 7)。其中生态供给廊道 55条，总长

度为 879.95km,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内阻力值普遍较低的南京市南部、镇江中南部和常州中南部等地区；生态供需廊道共 199 条，

总长度 1417km,主要分布于呈现极高阻力值的常州北部、无锡北部和苏州中东部等区域，有效链接了生态供给与需求空间。此外，

研究区西部(南京全域、镇江东部及常州南部)的供给廊道和供需廊道重叠度较高，有利于结合供给源地形成区域供需协调的网

络结构；其他区域的供需廊道数量较多但与供给廊道重叠度不高，因此应增加供给空间与需求空间的链接，以缓解区域生态系统

服务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 

 

图 5研究区生态需求源地 

 

图 6修正前阻力面(a)、修正后阻力面(b) 

3.4 生态战略点提取结果分析 

根据图 8 可知，剔除在供给源地内部或空间位置重复的战略点，共提取得到战略点 98 处，涵盖廊道交叉点 33 处，与重要

水系交点 27处，与高等级道路交点 38处。苏锡常地区水网密布，生态廊道与重要水系的交点较多，这些空间节点可为水生态保

护区和湿地公园的选址提供参考，以维护水乡风貌；南京市区内、苏州阳澄湖周边高等级道路分布较为密集，导致这些区域生态

断裂点较多，可通过战略点的生态建设降低大型交通设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造成的威胁，以保证供野生动物迁徙的安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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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干扰[48]。 

 

图 7研究区生态廊道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市群是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区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本研究以苏南城市群为实证研究对象，从生态供需的视角构建区域生

态安全格局，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苏南城市群生态供给源地总面积 4876.76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7.36%;生态需求源地总面积 2099.8km2,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 7.48%。供给源地主要以太湖、长江、长荡湖等大性水域斑块为主，整体布局上呈现“南北部聚集、中部稀缺”的特征；需

求源地主要分布于苏南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和重点区县范围内，绝大部分为建设用地。 

 

图 8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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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苏南城市群生态供给廊道 55条，总长度为 879.95km,链接了研究区内的供给源地，为物质流动和物种迁移提供重要

通道；生态供需廊道 199 条，总长度 1417km,有效地将生态资源连通至苏州、常州、无锡等地。通过构建耦合供需的生态廊道，

发现在研究区西部供给廊道和供需廊道两者重叠现象明显，如南京、镇江、常州南部；而东部则重叠较少，尤其在苏锡常地区北

部缺乏供给廊道的分布，供需空间在此处难以得到有效链接，因此需加强供给廊道的建设。 

(3)研究根据廊道构建的结果结合苏南地区水系、道路网络布局共提取 98 处战略点，作为未来城镇生态建设优先考虑的关

键空间节点，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空间节点识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4.2 讨论 

通过 MSPA方法结合景观连通性评估选取生态供给源地，相较于直接利用景观格局指数、连通性指数进行评价的方法，对生

态斑块间连通性的考虑更为全面[49]。本研究在进行景观连通性评价时选择迁徙阈值为 500m,可能连通概率为 0.5,这些阈值或概

率设定的不同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50]。此外，研究在供给源地识别时采用 dPC>0.04作为筛选阈值，需求源地识别时采用

斑块面积总和的 60%作为筛选阈值，虽较好地保证了源地的数量和面积，但仍需进一步验证阈值选择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因此后

期研究中有必要在源地识别或廊道构建层面，通过设置不同阈值进行对比实验，以研究重要阈值设定对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

果准确性的影响。 

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风险，其根源之一在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出现失衡[29],因此基于生态供需空间平衡体系下的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将是我国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采用 1km×1km 尺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口密

度指标，从宏观角度对区域的生态需求进行分析，而如何更为准确、细化到更小尺度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特别是文化服务[51]

等方面仍需深入探究。此外，研究基于最小路径法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源地和需求源地间的廊道，拓展了供给源地的生态系统

服务范围和功能；未来还可采用其他分析方法如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Ecological Supply-Demand Ratio,EDSR)[52]、局部空间自

相关指数(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53]等对供需空间的特征和关系展开研究，以建立更为完整的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评估体系。 

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存在于跨尺度、多等级的复杂系统中[18],例如在区域或城市群的生态安全格局中，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分

歧体现在不同地区间综合实力、发展现状及居民生活水准等方面[54];而城市或城区尺度上不同区域间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则

可能体现在具体的服务类型(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上[55]。因此未来应针对同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尺度或等级的生态安全格

局展开研究，从而探讨不同尺度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特征与供需差异，进一步指导区域与城市的精细化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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